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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教兴国”是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共同经历与主要经验。但前苏联在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历史进程中 

出现了重大失误，即过度重视发展军事重工业，扭曲了“科教兴国”的前提与目的；固守僵化的计划体制，遏制了“科教兴 

国”的动力与活力；因歧视和压制知识分子，忽略了“科教兴国”的关键与中坚。这些结构性失误，不仅直接决定了前苏联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效果，而且对前苏联的解体有着深刻的影响。有鉴于此，总结和归纳了前苏联在制订“科教兴国” 

战略中的结构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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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科教兴国”是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共 

同经历与主要经验。同其它发达国家一样， 

前苏联也是重视科技、强调教育的。有资料 

显示，1965～1980年间，前苏联大幅度增加对 

科技和文化的投入。这一时期，前苏联国民 

经济投资增长速度为 1．38倍，国民收入增长 

速度为 1．35倍，而同期对科技和文化投入的 

增幅则更大，达到 1．57倍。其中科研经费增 

长更快，20世纪70年代以后差不多以每年 

10％的速度增长。经费投入占国民总收入的 

5％。无论是从其增长速度还是比重讲，都处 

于当时世界最高水平IlJ。然而，重视科技和教 

育。曾经依靠“科教兴国”战略铸造过辉煌的 

前苏联。因其在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历史 

进程中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失误 ，不仅使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功效大打折扣，而且 

成为前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这些重大 

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 

1 过度重视发展军事重工业，扭曲了 

“科教兴国”的前提与目的 

前苏联具有重视科技和教育的传统。十 

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斯大林等开国领袖在 

着力解决内忧外患的同时，就着手为增强国 

力和发展经济而倡导科技与教育，具体措施 

有资助科教事业、造就科技队伍 、引进科技 

成果、聘请外国专家等。战胜资本主义 14国 

武装干涉后，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前苏 

联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实现 

国家工业化，进行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 

从 1928年起前苏联开始转入有计划的社会 

主义全面建设时期。这个时期前苏联强调工 

业化，强调要迅速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 

家，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因为“不是发展任 

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 

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 

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 

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121 

应该承认，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全面建设 

时期的起步阶段 ，即20世纪 20、30年代，国 

际环境险恶 ，“优先发展重工业”具有合理 

性。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 10多年里，前 

苏联仅仅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就建立 

了强大的重工业部门，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国 

民经济体系。当时前苏联工业生产以年均递 

增 21％的速度持续发展，到 1940年其综合 

国力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创造 

出用短短 12年完成资本主义国家用50～100 

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奇迹，为赢得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然而，随着二战硝烟的消逝，“和平与发展” 

逐渐成为时代最强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经济战略与国民经济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前苏联领 

导本应及时调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立国 

方针，以便将国民经济引入良性发展轨道。 

但是，在冷战对抗的局面下，为了同美国争 

夺世界霸权，前苏联领导不但没有改弦易 

辙，反而更加重视军事重工业，把“优先发展 

重工业”逐渐演变为“优先发展军备”。 

据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 199o年在 

苏共二十八大会议上透露，前苏联每年把预 

算的 1／4用于军费开支。在此前的20年里， 

为了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前苏联军费开支 

达 7 0oo亿卢布，在远东为了同中国对抗而 

增加的军费开支达 2 0oo亿卢布，在阿富汗 

战争期间花费了600亿卢布。按照当时的汇 

率计算，仅此 3项就超过了 1万亿美元。另 

外，这个时期前苏联在工业投资中，重工业 

一 直占85％，而消费品工业只占 15％1~。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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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那些直接与军事有关的工业部门和国 

防尖端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其中某些军事装 

备和航空航天技术还部分地超过了美国，使 

之成为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而 

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民用工业与农业方面需 

要的资金与科技投入屡屡被忽略甚至挤压， 

致使前苏联的轻工业与农业长期处于落后 

状态，从而难以消灭“贫困”，让“贫困”远离 

前苏联“许许多多家庭的大门”。[41 

通常情况下，所谓“科教兴国”就是要用 

“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工业、武装农业 、武装整 

个国民经济和武装广大人民，以促进经济发 

达、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阎为了达到这个 

目的，其前提是必须着眼于增强国家总体综 

合实力，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 

把科技和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重要战略位 

置。而前苏联在实践中却严重扭曲了这一目 

的和前提，其推进的“科教兴国”战略的着眼 

点在于依靠科技与教育实现国家工业化，过 

分强调要用现代科技武装重工业特别是军 

事重工业，而对武装民用工业与武装农业， 

改善人民生活，轻描淡写。所以，前苏联式的 

科教兴国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片 

面的“科教强军战略”。这种过度重视发展军 

事重工业，忽视对民用科技投入和经济领域 

配套建设的“科教兴国”战略，不仅难以促进 

社会和国民经济整体协调发展，反而极易导 

致重工业，特别是军事重工业畸形发展，从 

而给整个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带来不可 

估量的消极影响。 

2 固守僵化的计划体制。遏制了“科 

教兴国”的动力与活力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前苏联的重工业特 

别是军事重工业比较发达 ，为什么不能实现 

军事科技向民用科技的转移，形成一个以国 

防科技带动民用工业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 

这与前苏联长期坚持僵化的计划体制密切 

相关。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通 

常所说的 “斯大林模式”形成于20世纪30 

年代前后。它适合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 

式，保证了前苏联工业化的迅速实现和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战后的国民经济恢复， 

在当时是颇为有效的。但是，随着 60年代第 

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发展和70年代第四 

次科技革命的到来，这种体制已逐渐丧失其 

存在的合理性，并严重地阻碍了“科教兴国” 

的脚步。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前苏联社会 

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全部企业都分属于 

各级政府管辖，企业的生产及其新产品开 

发、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和设备更新等计划 

全部由政府有关部门包办，企业只需执行下 

达的计划即可。上级主管机关根据计划的完 

成情况对企业进行奖惩，并分配企业生产的 

全部成果。企业在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 

和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既产生不了科技创新 

的内在要求，也不具备从事科技创新的能 

力，从而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另外， 

在一切都由政府主管部门“当家作主”的前 

提下，推进科技创新必然要与计划体制发生 

矛盾，容易招致政府官员和既得利益者的攻 

讦，轻者被开除出党，重者要被判刑。正因如 

此，企业千方百计回避创新，用当年勃列日 

涅夫的话来说，“企业对革新的畏惧就像魔 

鬼怕见正神那样。”[61尽管前苏联政府不断给 

企业下达科技改造的计划指标，迫使企业创 

新，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企业为了逃避创 

新 ，往往在报表上下功夫，一些产品报表说 

是“新”的，而实际上只是指出产的日期，而 

不是技术水平。到 1986年前苏联绝大多数 

部委所属企业仍在继续奉行 “粗放发展方 

针”，所谓更新机器设备往往只是更新这种 

机器的“制作年份”而不是机器设备的升级 

换代。 

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同样牢牢地束缚 

着科研机构与教育部门的手脚。前苏联的科 

研机构，包括前苏联科学院所属的科研单 

位、各大学的研究室和实验室、各部委所属 

的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科技开发处等，全部由 

政府设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科研 

机构的科研和技术开发项 目全部由政府下 

达，所需资金、设备、物资、人员全部由国家 

统一调配，研究成果也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 

鉴定、验收和推广应用。科研机构完全处于 

被动状态，其创新活力难以进发出来。此外， 

各种科研单位之间条块分割，信息不通 ，老 

死不相往来 ，造成“前苏联科学家的许多研 

究成果在西方国家里被引用早于在前苏联 

国内”，如前苏联是第一个发明连续钢铁铸 

造的国家，不少国家 80％的钢铁生产是用前 

苏联的方法在铸造，而前苏联国内使用的比 

例却少得多[81。一些难得研制出来的民用科 

研成果，也不能及时用于生产．形成产品投 

放市场。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的发明专利 

只有 1／ 。 

“科研一生产”的周期也很长，西方国家一般 

为 3～5年，而前苏联平均达 9年之久。许多 

新技术 、新产品还未被安排生产就已经老 

化。至于军事高科技，在计划体制与争霸需 

要的双重制导下，除了被用于同美国进行军 

备竞赛和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与炫耀外，在前 

苏联国内根本无法向民用科技转移，更谈不 

上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前苏联的教育更 

是计划体制的一个桥头堡，从小学到大学、 

从招生入学到毕业分配，全部由各级政府一 

手包办。每年的高校毕业生，总是先满足军 

工部门的需要再分配给民用工业，更加剧了 

前苏联民用事业的落后。 

计划体制就是这样顽固地阻碍着科技 

创新与科技进步，而前苏联历任领导人却特 

别青睐这种以高度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 

社会主义模式，排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在 

“科教兴国”与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直到 1988 

年，前苏联理论界还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 

批判“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便 

是提倡加强科技进步和加速发展的戈尔巴 

乔夫，也没有认识到，正是这种高度集中的 

计划体制抑制了“科教兴国”的动力与活力。 

当新闻界提出放弃计划经济和准许失业时， 

他极为不满地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答应 

这种主张”，强调改革的“主要战略意图在于 

使科技革命的成果同计划经济结合在一 

起”，没有意识到计划和市场只是达到目的 

的手段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以 

为只要“运用计划经济的优点，那么社会主 

义就能够比资本主义更有成就”[Sl。直到前苏 

联解体前夕才猛醒过来 ，意识到再固守僵化 

的计划体制是不行的，必须改弦易张，但为 

时已晚，历史机遇在前苏联悄然消逝。 

3 歧视和压制知识分子 。忽略了“科 

教兴国”的关键与中坚 

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 

在各种资源中，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关键是人才。知识分子是 

科技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和新的生产力的重 

要开拓者，肩负着科教兴国的伟大历史使 

命。前苏联的知识分子与前苏联工人、农民 

一 起曾经为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过辉 

煌业绩，甚至在科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为 



世界文明进步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包括知识 

分子、工人和农民在内的全体前苏联人民的 

辛勤劳动都是光荣的，理应得到前苏联社会 

的承认和尊重。可是，前苏联知识分子为前 

苏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所付出的辛勤劳 

动，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领域，都没 

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重视。其作用与地位屡 

遭歧视与压制，主要表现在经济与政治两个 

方面。 

工资是计划体制下人们的主要收入来 

源。前苏联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长期偏低， 

到前苏联解体前 lO年，竞低于产业工人的 

平均工资水平。20世纪 8O年代，前苏联报刊 

发表了诸多反映前苏联知识分子同产业工 

人比较其工资待遇越来越低的资料。根据 

1989年2月4日前苏联 《社会主义工业报》 

的调查报道：当时“卫生部门工作人员月平 

均工资比工业部门工人月平均工资低 37％； 

教师的工资在提资后仍只有工业部门工作 

人员工资的71％；文化部门只有 56％”。 科 

技工作者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人 

才与中坚力量。前苏联科技专家的生活条件 

起先要好一些。1940年，前苏联科学家工资 

同国民经济部门平均工资相比，要高50％， 

到了 20世纪 8O年代与普通工人实际已经 

拉平并且稍低一点，“他们的平均月工资相 

当于工业部门工人工资的96％；但如果同建 

筑业工人的劳动报酬相比较，科研人员月平 

均工资还是偏低，因为建筑业的工资比工业 

部门要高 l2％”。 

前苏联知识分子不仅经济上受压制、生 

活上待遇过低，而且政治上受歧视，长期屡 

遭打击。斯大林整顿教育、发展科技事业虽 

然功不可没，但历次政治运动对各行各业知 

识分子的摧残也是人所共知的。在他当政期 

间，除开卫国战争因为要同德国法西斯殊死 

斗争、无暇他顾外，几乎每年都要开展政治 

斗争，接二连三在涉及生物界、经济理论界、 

文学艺术界、历史学界、语言学界、法学界、 

医学界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领域开 

展政治大批判。每次批判，该领域的著名知 

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接着波及整个知识 

界。斯大林去世之后，虽然不再针对知识分 

子发动什么大的批判运动，但苏共中央仍然 

歧视知识分子。面对世界科技一 日千里的发 

展态势，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 “二十四 

大”报告中只强调不包括知识分子的“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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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工人阶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的主要 

生产力。它的革命性、纪律性、组织性和集体 

主义，决定了它在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体制中 

的主导地位”，而对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力 

与“科教兴国”中的重要作用绝口不提。不仅 

如此，在政治上还对知识分子采取“冷冻”政 

策。原苏共领导人卢基扬诺夫曾经说过，自 

勃列 日涅夫上台以来，前苏联执政党基本不 

再接受知识分子，只在工人、农民、干部和军 

人中发展党员。另一位原苏共领导人利加乔 

夫在 20o0年秋天可能说得更为透彻一点： 

当年我们实行这样的做法，每接受3个工人 

入党，才能接受一个工程师入党 。 

前苏联领导层长期歧视与压制知识分 

子，不把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视为同等重要 

的“依靠”力量，其根源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 

国家自己培养与造就的知识分子看成是工 

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 

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 

力的开拓者，在高科技时代有着特殊重要的 

作用。如果把知识分子排斥在工人阶级之 

外，即使有尊重工人劳动，强调工人阶级在 

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主人翁地 

位的良好愿望，也是无法顺利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长 

期遭受抑制，他们的劳动长期得不到应有的 

尊重，不仅使前苏联“科教兴国”战略的推进 

力量严重失衡，而且使知识分子对前苏联执 

政党的埋怨与不满日积月累、与日俱增，最 

后量变引起质变，在前苏联剧变中知识分子 

最终走到了执政党的对立面，成为抛弃前苏 

联执政党，抛弃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重要 

力量。 

“好事要办好”并不容易。对前苏联提出 

和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既不能说不是正 

确与必要的，也不能说不曾谱写过辉煌篇 

章。然而，由于过于重视发展重工业特别是 

军事重工业，固守僵化的计划体制，歧视和 

压制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得前苏 

联的经济板块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使得前 

苏联人民用无数血汗锻造出来的成千上万 

件核武器和诸多传统重工业特别是军事重 

工业不仅没有变成前苏联经济的火车头，从 

某种意义上说反而因其过度发展变成了前 

苏联经济进一步提升的累赘，更不用说形成 

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时至今 日，前苏联解体已经 lO多年了，俄罗 

斯经济仍然没有走出前苏联的阴影。在邓小 

平理论与  

们在实施和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中，因为汲 

取了前苏联的经验与教训，不仅避免了前苏 

联的失误，而且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实践中，创造了“科教兴国”的新经验，为中 

华民族在本世纪中叶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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